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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媒体时代，社会人际关联发生了明显且有价值的二维空间扩展（邱泽奇等，

2015；周建峰，2020），人们开始在社交平台上进行自我形象构建和组织传播，并

逐 渐 将 个 人 社 交 主 页 当 作 现 实 人 际 关 系 经 营 的 印 象 管 理 工 具 和 资 源 获 取 途 径 （ 张 新

等，2018）。组织传播是指组织内部成员之间、不同部门之间以及组织与外部环境

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沟通活动（Lee & Kim，2021）。随着年轻一代员工对社交媒体

的粘性和依附程度不断增加，基于工作的人际交往在不断向在线空间转移，线上社交

平台成为职场关系维护和发展的重要基地和职场“人设”塑造的主场（Lee & Kim，

2021；Zoonen et  al . ,  2018）。从国内线上社交平台看，微信凭借其庞大的用户规模

和超高的用户活跃度在国内综合社交平台领域遥遥领先。在“2021微信公开课”的

活动中，腾讯执行副总裁张小龙披露，每天有10.9亿用户打开微信，其中，有7.8亿

用户进入朋友圈，1.2亿用户发表朋友圈，其中包括照片6.7亿张，短视频1亿条（孙

冰，2021）。微信不仅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生活方式，还带头跨越了职业与生活的

边 界 ， 深 度 嵌 入 到 每 个 人 的 工 作 场 景 之 中 。 随 着 微 信 广 泛 性 地 应 用 ， 微 信 职 能 也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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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向工作领域倾斜，个人朋友圈不可避免地与同事、领导产生众多交集（Zoonen  & 

Treem，2019；朱征等，2022）。正如学者所言，微信已成为职场关系维护和发展

的重要基地（高婧，2021；林益平等，2021）和职场“人设”塑造的主场（Lee  & 

Kim，2021；Zoonen et  a l . ,  2018）。不可否认，出于对“网红”“主播”等过度炒

作 和 累 累 负 面 事 件 的 反 感 ， 目 前 社 会 对 朋 友 圈 中 的 “ 人 设 ” 塑 造 行 为 基 本 是 贬 大 于

褒，甚至有专家指出朋友圈“人设”伴随着现实与虚构的巨大落差，“越精心维系，

反映现实中越焦虑”（王瑨，2018）。管理者也大多持有一种偏见，对员工精心打

造的朋友圈吝啬一“赞”。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职场“人设”塑造现象客观存在，

甚至深受职场人的喜欢，所以不能简单地漠视它的存在。相反，剖析“人设”塑造现

象背后的逻辑，探索线上社交平台上个体的心理活动，发掘正面价值，进而化理想的

“自我呈现”为现实的“工作投入”，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从学术角度而

言，这对探讨在线环境中的组织互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然而，由于在线社

交媒体的应用时间较短，有关数字媒介环境下个体自我构建的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

个体在数字媒介环境中试图构建的“人设”，所以这更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基

于此，本文以转向线上虚拟空间寻找认同和理想角色支配下的自我验证的双重视角，

聚焦强关系社交平台微信朋友圈中的上下级互动关系，设计预研究和实证研究，旨在

探讨员工从理想自我呈现到现实工作投入的虚实转换机制，以及上司虚拟反馈对这一

机制的影响。

一、相关研究评述

在线上社交平台精心刻画自我形象“标签”（Raban e t  a l . ,  2017），展现积极

一 面 ， 并 塑 造 和 保 持 理 想 形 象 的 组 织 传 播 行 为 ， 被 学 者 称 为 理 想 自 我 呈 现 （ 靖 鸣 和

周燕，2013；Yang & Ying，2021），即一种将真实自我替换为理想自我的机会。

Goffman（1959）针对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指出：社会交往犹如一场舞台表演，

每 个 人 物 都 要 努 力 扮 演 一 个 与 当 时 环 境 相 符 的 人 物 ， 以 便 让 别 人 作 出 满 意 的 评 价 。

Lynch & Rodel l（2018）更是声称自媒体时代的自我呈现已经从“舞台表演”变成

了“自我展览”。今天，基于社交平台的高可见性、强交互性和高转化率，“人设”

塑造成本大大降低，一张照片或一段文字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社交媒体中传达自我预

设。不仅如此，个人社交平台发布信息非官方，无需校准，内容可编辑，允许以个性

化的方式呈现，更是为个人信息的优化提供了可操纵空间（Allam e t  a l . ,  2019）。

安娜·弗洛伊德在对下意识行为的研究中提出，当个体无法向特定对象表达诉求时，

往往会把这种诉求转移到替代的对象上，从而实现心理平衡。进一步推测，员工在朋

友圈的理想自我呈现这一组织传播行为，是否因为无法从现实职场中获得足够的完成

角 色 任 务 所 需 资 源 （ 如 生 理 、 情 感 认 知 等 资 源 ） ， 而 不 得 不 从 职 场 外 的 印 象 管 理 中

变相索取？学者将这些必备资源的可用性感知，定义为心理可得性（psycho log ic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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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ilabil i ty）。研究表明，个体对其自身影响力的感知影响其心理可得性，而心理可

得性又是工作投入的必要心理状态之一（Rothmann & Chenelle，2011；马得勇和黄

敏璇，2021）。这为本文提供了研究思路：心理可得性是否将员工理想自我呈现化

“虚”为“实”的心理条件？

从 另 一 方 面 看 ， 自 我 呈 现 这 一 组 织 传 播 行 为 有 着 特 定 的 目 标 受 众 。 Z o o n e n  & 

Treem（2019）的研究表明，职场自我呈现多是对领导进行组织传播，是为了给上级

留下深刻印象而刻意展示的行为。拟社会互动理论强调，在网络场景中透过文字和图

片信息，也能形成受众与虚拟社会角色之间的拟社会互动关系。由此，本文推断，员

工借助朋友圈“人设”塑造的方式进行公开的理想自我呈现这一组织传播行为，意在

引起上司等受众注意，并刺激对话式互动。从这个层面说，提供反馈形成沟通闭环，

是持续互动并保持上下级良性关系的前提。根据社会互动理论（Hartmann，2008；

张旭和颜静，2018），一方向另一方发出行为意图的“信号”，如果对方能意识到信

号代表的意义并做出积极回应，就可以推动社会互动有序进行（Kang et  a l . ,  2021；

王燕和李人杰，2021），这启示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理想自我呈现者所面向的主要

受众——上司在化虚为实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综上，职场“人设”塑造的理想自我呈现实质上是一种角色表达行为，涉及个体

如何通过虚拟空间强化其社会角色认同。心理可得性作为一种关于资源可用性的主观

感知，为个体从理想自我向现实工作投入的转化提供必要的心理条件，确保个体在完

成角色任务时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资源保障。工作投入则是角色履行的最终表现形

式，反映了个体与工作角色深度结合的状态。同时，上司的虚拟反馈不仅是社交互动

的结果，也是对理想自我呈现的外部验证，进一步强化了角色塑造的过程。结合拟社

会互动理论与社会互动理论，上司通过虚拟反馈为员工的角色呈现提供外部支持，构

成从“虚拟”理想自我到“现实”工作投入的关键外部驱动因素。因此，理想自我呈

现、心理可得性、工作投入和上司虚拟反馈在职场情境中的作用密不可分：理想自我

呈现是角色建构的起点，心理可得性是角色转化的心理机制，工作投入是角色实现的

结果，而上司虚拟反馈是角色构建过程中的调节力量。这些要素共同围绕角色构建展

开，揭示数字媒介环境下从“理想自我”到“现实投入”的虚实转换逻辑与路径。基

于此，本文提出图1展示的理论模型，系统探讨上述变量间的关系及其对职场互动与

员工行为的影响机制。

图 1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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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理想自我呈现与心理可得性

在 工 作 场 合 中 ， 员 工 发 现 其 自 身 预 期 形 象 与 他 人 感 知 印 象 之 间 存 在 差 异 ， 这 促

使他们主动呈现能够改善自身形象以贴近自我预设的信息（即“理想自我呈现”），

从 而 控 制 别 人 对 自 己 的 看 法 。 K o z l o v a （ 2 0 1 4 ） 将 理 想 自 我 呈 现 （ i d e a l  s e l f -

presen ta t ion）这一组织传播行为定义为一种将真实自我替换为理想自我的行为，而

线上社交软件平台恰恰为这种虚拟身份呈现提供了便利条件。社交媒体能够让用户绕

过物理上的“门障”，创造出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建立的理想自我，因而在网络社

交平台中建立和维持人际互动并管理网络印象日益盛行（Sun et al . ,  2021；孟飞和彭

昱剑，2021）。例如，微信用户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来设置个人主页、创建自

我形象和更新状态，通过文字、图片等形式把自己塑造成理想角色——即所谓的“人

设”，以影响和控制他人对自己印象。此类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展示和自我推销所带

来的积极心理暗示，能够充盈个体对职场资源获取可能性的心理感知，提高个体的心

理可得性（Kahn，1990；陈强和王倩茹，2019）。心理可得性指个体在面对特定角

色 时 在 生 理 、 情 感 以 及 认 知 方 面 的 准 备 程 度 或 自 信 程 度 ， 受 组 织 资 源 、 工 作 角 色 安

全感和权力感知等因素影响（Danner-Vlaardingerbroek et  al . ,  2013；段锦云和黄彩

云，2013）。据此推断，社交媒体上的理想自我呈现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心理可得性。

具体而言，首先，基于上司-成员交换关系的差异性，上司只能与少数人发展出

友好关系，形成良性互动。在传统工作场景中，常常是善于表现的员工更容易得到上

司 的 关 注 ， 而 这 会 让 多 数 员 工 的 权 力 感 降 低 。 所 谓 “ 失 之 东 隅 ， 收 之 桑 榆 ” ， 根 据

Freud（1936）的替代性补偿理论，在现实世界中缺失关注度的个体，更可能会诉诸

网络世界主张权利。社交媒体给予了员工更多公平展示的平台，在社交媒体进行自我

呈现等组织传播方式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展示自己的工作贡献和成就，获得更多被

上司看见的机会，个体主观上认为拥有获得更多工作资源的可能性，这种再生性的权

力感知，能够使员工产生更高的心理可得性。其次，热衷于打造理想自我形象的个体

通常倾向于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影响力给予更为积极的评价，在社交平台上的行为

更加开放，也更容易被他人理解和接纳，相对会收获更多的积极评价，从而更加愿意

提升个人的整体形象，坚定自我身份主张，有更多的机会建立积极的社会联系及工作

关系，增加资源获取的可能性，这能够增强他们在团队或组织中的心理安全感，从而

提升其心理可得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1。

H1：员工理想自我呈现正向影响其心理可得性。

（二）心理可得性的中介作用

先 前 关 于 工 作 角 色 的 研 究 尽 管 关 注 到 人 们 在 工 作 中 的 角 色 扮 演 ， 但 主 要 涉 及 角

色设定和角色接受等议题，其潜在的理论前提是视员工为工作“庇护所”里的“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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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非“主人”。事实上，人们可以在情感和认知上不同程度地运用自我设定来扮

演他们的角色，但研究者很少关注员工在角色表演时的心理表现。有学者发现，人们

越是靠自己来扮演自己的角色，他们的表演就越激动人心，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也就

越满意，就越有可能调动生理、认知和情感来投入角色“表演”之中，从而形成积极

的效能螺旋（Kahn，1990；杨雪，2020）。

心 理 可 得 性 作 为 一 种 心 理 激 励 源 ， 是 促 进 自 我 与 角 色 转 化 的 重 要 中 介 机 制

（Danner-Vlaardingerbroek et  al . ,  2013；王永跃等，2016），同时，来自现实工作

场所的证据也证明了心理可得性是工作投入的必要心理状态之一。工作投入（work 

engagement）是指组织成员控制自我以使自我与工作角色相结合的程度（苏伟琳和林

新奇，2018；Binyamin & Carmel i，2010）。本文据此推断，员工在社交网络理想

自我塑造中获得的心理可得性，能够促使员工增加现实工作投入。具体而言，无论是

在网络空间里还是在现实工作中，当个体能够从角色中看到预期达成的可能性时，会

更加愿意将自我与角色合一，并积极做好融入工作中去的心理准备，从而身体力行地

加大工作投入（Binyamin & Carmel i，2010；彭坚和王霄，2016）。与此一致，自

我同一性理论（ego-ident i ty  theory）强调，个体具有自我同一的意识感知，即为保

持人格形象连续性，他们会刻意地追求自我的同一。据此，那些在网络形象预设中获

得心理可得性的员工，更有动力维持“线上线下”形象统一，也会付出多于过去的努

力以求贴近自我预设标准，积极追赶网络上那个理想的职场“人设”，从而提升行为

转化可能性，在现实里身体力行地投入到实际的工作中，增加工作投入（Cao et  a l . ,  

2014；李锐和凌文辁，2007）。由此提出，心理可得性是员工理想自我呈现与工作

投入之间虚实转换的中介机制。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H2。

H2：心理可得性在理想自我呈现与工作投入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三）上司虚拟反馈的调节效应

印象管理模式一般由两个关键角色组成：一为“演员”，从事印象管理行为,一

为“观众”，在特定的环境设置下与“演员”互动（Pearce & Vitak，2016）。在职

场中，这种演员-观众关系经常发生在上下级之间。这是因为上司手握稀缺资源的分

配权限，决定工作分派、绩效评估、晋升决策等事宜，员工在没有任何等级权力和特

权的情况下，若想获得更多的工作资源，必须对上司经常施加影响。为了给上司留下

深刻印象，员工有动力随时备好“麦克风”，通过各种渠道向上司“喊话”，以提示

对方关注自己的才能和成就（Zoonen & Treem，2019；刘莉莉和李晓华，2021）并

期待积极回应（Cheng et  al . ,  2013；耿紫珍等，2020）。

拟 社 会 互 动 理 论 强 调 ， 透 过 诸 如 在 朋 友 圈 发 送 加 班 照 或 者 发 其 他 与 工 作 相 关 的

图文资料等信息，就能自动形成围观者与虚拟角色之间的拟社会互动关系。在荷兰科

学家Joannes于1998年发明“赞”（like）的按钮、2010年Facebook正式引进“赞”

的分享功能后，“点赞”成为一种“给予积极反馈的方式”。根据Walther（1996）

对网络沟通的研究，由于个体受限于社交媒体沟通过程中肢体动作、眼神、表情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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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线索缺失，无法轻易判断出对方的好恶，转而从网络线索中寻找依据来弥补信息

缺漏。据此推断，即使上司在“点赞”时可能仅是出于礼貌或表示“已阅”的个人习

惯，个体在无法判断对方真实心理的情况下，会根据“点赞”功能的原始含义将上司

的“点赞”行为推断为对其朋友圈内容的认可或对个人的关注（Hong et  a l . ,  2017；

韦慧民和张艳冰，2021）。同时，社交平台上的“赞”本身包含与上司认可近似的赞

同、欣赏、认可等含义。“评论”相较于“点赞”而言又是一种更加积极的互动方式

（Kim & Yang，2017），二者都属于虚拟的积极反馈，是当代网络情境中的一种非

货币激励策略（Montani et  al . ,  2017；Hassan，2020）。

人 是 驱 动 向 上 的 ， 个 体 期 望 获 得 更 多 的 组 织 和 领 导 的 认 同 ， 但 在 职 场 中 无 法 得

到满足时，他们可能会通过网络世界变相索取。而从上司那里获得“点赞”或评论，

无异于是一种变相的认可，能满足员工被关注、被认可的心理期待（Carlson  e t  a l . ,  

2019；龙立荣等，2015）。根据Rich et  al .（2010）的研究，获得认可是个体提升心

理可得性的关键因素。在社交平台上员工自我呈现的内容若获得了更多上司点赞、评

论等积极反馈，他们会主观感知到上司传递的关注、认可和共鸣。考虑到上司被视为

组织的化身，于员工而言，这也等同于感受到了来自组织的支持和认同，能够增强他

们对所需组织资源的可用性感知，令其对自我角色设定的看法更为积极正面，从而增

强心理可得性。

由前述可知，心理可得性在理想自我呈现与工作投入之间起着中介作用，且上司

虚拟反馈对理想自我呈现和心理可得性的正相关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当来自上司

的虚拟反馈增多时，理想自我呈现对心理可得性的正向影响更强。由此进一步推论，

心理可得性在理想自我呈现与工作投入之间的中介效应也可能会受到上司虚拟反馈的

影响，即当上司虚拟反馈水平越高时，员工的理想自我呈现越强，其心理可得性就越

高，从而使心理可得性传递理想自我呈现对员工工作投入的中介作用可能会更强。基

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3。

H3：上司虚拟反馈调节理想自我呈现与心理可得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调节了
心理可得性在理想自我呈现与工作投入之间的中介效应。

三、研究设计与结果分析

（一）问卷设计与调研执行

本文在正式展开写作之前先启动了调研程序，旨在探索在微信朋友圈晒加班照、

工作成果等理想自我呈现现象是否普遍，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以及上司对此作何反应。

核心任务是验证“替代性补偿理论”是否适合作为本文理论推演的基础。

以合作课题为契机，经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有关单位的协助，从石家庄市选

出了12家涉及通信、钢铁冶炼加工、金融科技、餐饮等行业的注册资金规模在500万

以上的企业。研究全程得到调研企业高层领导的支持。在其人力资源部的配合下，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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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填写一份问卷。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35岁以下员工作为数字媒介的主要使用群

体，其理想自我呈现行为更明显，与职业发展阶段的高度关联使其更可能受到该行为

的影响；相比之下，35岁以上人群因职业发展阶段的差异，对数字媒介的使用频率较

低且呈现行为的动力不足，因此，选择35岁以下人群作为调研对象。

问卷改编自Hollander（2009）编制的6题项“领导认可”量表，例如“针对‘领

导认可我的贡献’，你期待领导这样做吗？（1完全不期待→5完全期待），实际满意

度 如 何 ？ （ 1 非 常 不 满 意 → 5 非 常 满 意 ） ” ； “ 针 对 ‘ 经 常 征 求 我 关 于 工 作 的 一 些 建

议’，你期待领导这样做吗？（1完全不期待→5完全期待），实际满意度如何？（1

非常不满意→5非常满意）”。令被试分别报告“期待被认可程度”与“领导实际认

可程度”，然后加以配对，并以二者的差值代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旨在探讨这种落

差是否可以预测发朋友圈频次，进而揭示朋友圈塑造虚拟形象背后是否潜藏着替代性

补偿的社会心理机制——现实中得不到足够的认可转而诉诸网络世界变相索取，这正

是本文进行理论推演的逻辑基础。

从被试对“获得领导支持认可”的期待和实际满意度看，二者均服从正态分布，

其中，期待认可的均值为3.48（se=0.043，正态性shapiro-wilk统计量=0.003），实际满意

度的均值为3.327（se=0.048，正态性shapiro-wilk统计量=0.007）。T检验显示，二者差

异明显（t=2.417），表明期待领导认可显著滞后于感受到的实际领导认可。

接着运用响应面分析探索发微信朋友圈频次是否与理想（期待认可）和现实（实

际满意度）的落差（不一致性）有关。结果如图2所示，响应面呈凸形（因不是研究

的重点，不做过多探讨）。从不一致线（y=-x）（图2中虚线）的截线图看（如图3

所示），0线代表理想（期待关注）与现实（实际满意度）匹配，从0→-1.97表示理

想和现实的差距（不一致程度）越来越大，可以看出，发朋友圈的频次在增加。这基

本符合本文的判断：喜欢在朋友圈塑造虚拟形象的个体，其潜意识里存在一种替代性

补偿心理——正因为在现实职场中没有足够的机会获得领导和组织的认可，故而借助

线上渠道向领导“喊话”，这表明本文进行理论推演的理论基础是成立的。

    

        图 2 发朋友圈频次的响应面图            图 3 沿响应面不一致线的截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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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卷回收与实证研究

1. 样本收集

在访谈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完善模型、精选量表、优化数据采集方案，随

后在这12家企业进行现场数据收集。考虑到因果关系滞后效应以及降低同源偏差影响

的需要，数据分两阶段收集完成，分别从员工和其上司两方进行匹配采样，时间间隔

为半个月。第一阶段获取“理想自我呈现”“上司虚拟反馈”“心理可得性”以及控

制变量数据，由员工填写。约10名员工志愿者为一组被集中在会议室，给每位发放一

份印有某大学Logo的纪念品，向志愿者明确调查目的并解析题项含义，请他们如实填

写问卷。第二阶段采集对应的“工作投入”数据，由上司打分。整个过程问卷被严格

编码，并在数据回收后进行上下级匹配。

本次调研共计发放匹配问卷355份，时间自2022年8月11日到2022年9月23日止。

剔除缺失样本与无效数据，最终获得上下级有效匹配数据348份。其中男性占32.8%，

女性占67.2%；从年龄分布上看，22～25岁（含）的员工占24.2%，25～30岁（含）

的占32.8%，30～35岁（含）占39.7%；从教育程度上看，大学学历占55.2%，研究生

学历占34.5%；从工作年限看，36.8%的服务期为3（含）～7年，27.0%的服务期为1

（含）～3年；从职位看，以技术类为主，技术人员占比达到42.4%，中层管理人员占

6.9%，基层管理人员占5.7%。

2. 变量测量

理想自我呈现。目前学术界对社交媒体上理想自我呈现量表的开发仍不够完善，

这为本文研究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根据自我表征理论，“自我宣传”作为其中的重要

概 念 ， 与 本 文 研 究 中 的 “ 理 想 自 我 呈 现 ” 在 内 涵 上 具 有 高 度 一 致 性 ， 因 此 可 以 作 为

理 论 基 础 ， 为 本 文 研 究 对 “ 理 想 自 我 呈 现 ” 的 定 义 和 测 量 提 供 支 持 和 参 考 。 即 通 过

社 交 网 站 展 现 理 想 自 我 ， 而 非 真 实 自 我 或 实 际 人 格 特 点 的 方 式 （ 孙 九 霞 和 罗 意 林 ，

2022）。每一次表达都可能是精心编辑的结果，个体能更轻易、更精准地实施印象

管 理 策 略 ， 隐 藏 理 想 自 我 的 反 面 。 因 而 一 些 研 究 认 为 ， 由 于 观 众 的 多 样 性 和 不 协 调

角 色 的 不 可 控 ， 个 体 在 网 络 媒 体 的 自 我 呈 现 中 自 愿 或 不 得 不 表 现 出 更 强 的 真 实 性 和

客观性，虚拟社交反而映射了现实（王玲宁和兰娟，2017；王树青等，2022）。因

此，经过大量考证，并结合微信朋友圈研究场景，本文采用在线“自我宣传”进行表

征。“自我宣传”和“逢迎/讨好”是个体在社交网络中最常见的两种自我呈现策略

（Alialassiri  et  al . ,  2014），人们通常会在这两种自我呈现策略中做出选择。“自我

宣传”是指人们通过使用特定的自我提升话语和技巧向他人传达自己的优良品质和成

就，以此来提升他人对自己认知的正面信息。在社交平台上，用户更多的是通过自我

宣传将自己的观点与态度呈现给受众。同时，囿于微信朋友圈的特殊性，用户也较难

做到定向逢迎领导者。据此，本文采用McFar land  e t  a l .（2005）开发的9题项自我

宣传量表，并结合微信朋友圈的场景合理改编，样题如“在互联网朋友圈中，我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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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过勤奋工作的动态”“当一件事情取得成功时，我会忍不住发一条朋友圈”等。被

调 查 者 可 以 根 据 最 符 合 自 己 的 状 态 进 行 1 （ 非 常 不 符 合 ） 到 5 （ 非 常 符 合 ） 的 选 择 。

Cronbach’s α值为0.947。

心理可得性。采用Byrne（2016）开发的7题项心理可得性量表。样题如“我能自

信地面对工作发生的情况”“我已经做好准备应对我的工作要求”等。采用五级尺度

（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Cronbach’s α值为0.889。采用原量表进行度量。

工作投入。选用Schaufel i  e t  a l .（2006）开发的工作投入量表，共9个题项，由

上 司 打 分 。 样 题 如 “ 在 工 作 中 ， 该 员 工 总 是 精 力 充 沛 ” “ 该 员 工 对 工 作 富 有 热 情 ”

等。评价尺度五级（1=从来没有，5=总是）。Cronbach’s α值为0.836。

上司虚拟反馈。借鉴Montan i  e t  a l .（2017）开发的5题项上司认可量表，结合

微信朋友圈背景进行改编。考虑到一对多的关系，让上司回忆给多个下属“点赞”或

“ 评 论 ” 这 些 工 作 之 外 的 事 情 显 然 误 差 更 大 ， 因 而 本 文 采 取 员 工 自 评 方 式 。 样 题 如

“如果您在朋友圈发工作努力的状态，您的上司会不会点赞或评论？”“如果您在朋

友圈晒取得的成就，您的上司会不会点赞或评论？”等。评价尺度五级（1=从不，

5=总是）。Cronbach’s α值为0.859。

控制变量。对性别、年龄、学历、司龄、团队规模、职位等人口统计特征和工作

特征变量进行了控制，以减小影响，其中职位中管理岗和技术岗根据公司职位职级并

行制度进行调整。

上文所述具体量表题目限于篇幅，从略备索。

（三）研究结果

1. 区分效度及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首先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了变量的区分效度。以斜交四因子模型（所有变量

独立分开）为基准模型，构建四个竞争模型：三因子模型（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归属为

同一潜变量，加上中介变量和因变量）、二因子模型（其他变量归属同一潜变量，加

上因变量）以及单因子模型（四个因子完美相关）。结果显示，只有四因子模型的适

配指标（x 2/df（125）=2.612，RMSEA=0.059，CFI=0.923，TLI=0.924）符合标准，表

明数据结构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根据Podsakoff et  al .（2012）的建议，将共同方法因子作为一个单独的潜变量纳

入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中，在允许所有测量题项都在该共同方法因子上有负载的情况

下，将新的五因子模型拟合结果与四因子模型进行比较。结果显示，适配结果有所改

善（x 2/df（112）=2.354，RMSEA=0.040，CFI=0.939，TLI=0.940），但通过对比潜在

因子控制前后的模型发现，RMSEA、CFI、TLI等指标的改善程度小于0.02，表明共

同方法偏差影响不大。

2. 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以及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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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描述性统计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性别 1.672 0.474 -
2.年龄 30.701 4.425 -0.014 -
3.教育 2.643 0.666 -0.104 -0.142** -
4.司龄 4.657 3.507 0.193** 0.532** -0.295** -
5.团队规模 2.672 0.835 -0.104 -0.075 -0.063 0.020 -
6.职位 5.001 1.994 -0.136* -0.022 -0.127* -0.105 0.042 -
7.理想自我呈现 2.602 1.043 0.052 -0.050 -0.006 0.023 0.120* 0.049 -
8.上司虚拟反馈 3.023 0.872 -0.021 0.149** 0.034 0.045 -0.097 -0.081 0.105* -
9.心理可得性 3.634 0.671 0.037 0.234** -0.176** 0.186** -0.109* 0.055 0.261** 0.397** -
10.工作投入 3.776 1.012 -1.111* 0.183** -0.135* 0.149** 0.003 0.045 0.269** 0.230** 0.483***
注：N=348, *为p<0.05；**为p<0.01；***p<0.001，双尾检验。

结果显示，理想自我呈现与心理可得性显著正相关（r=0.261，p<0.01），与工作

投入显著正相关（r=0.269，p<0.01）；心理可得性与工作投入显著正相关（r=0.483，

p<0.001）。

3. 假设检验结果

以 M p l u s 8 . 4 软 件 为 工 具 ， 运 用 偏 差 校 正 的 非 参 数 百 分 位 残 差 B o o t s t r a p 法 进 行

假设检验，Boots t rap重复抽样为5000次，进行有调节检验以及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

验。结果如表2。

表 2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调节变量

理想自我呈现（X）→ 心理可得性（M）→ 工作投入（Y）
阶段 效应

第一阶段:
X→ M

[0.080,0.152]

第二阶段:
M→ Y

[95%置信区间]

直接效应:
X→ Y

[95%置信区间]

间接效应:
PXM*PMY

[95%置信区间]

总效应:
PXY+PXM*PMY
[95%置信区间]

系数 0.116***
[0.070，0.294]

0.231***
[0.180，0.282]

 0.119***
[0.090，0.148]

0.119***
[0.077，0.170]

0.146***
[0.110，0.182]

上司虚拟反馈高
（+1 SD.）

0.182***
[0.070，0.294]

0.585***
[0.049，1.747]

0.378***
[0.158，0.729]

0.106***
[0.009，0.395]

0.484***
[0.212，0.933] 

上司虚拟反馈低
（-1 SD.）

0.011 
[-0.160，0.141]  

0.585***
[0.049，1.747]

0.378***
[0.158，0.729]

0.007  
[-0.077，0.180]

0.385*** 
[0.161，0.709]

差异 0.170***
[0.034，0.330] - - 0.100***

[0.013，0.307]
0.100***

[0.013，0.307]
注：N=348；*p<0.05; **p<0.01；***p<0.001；Bootstrap重复抽样5000次。

假设1提出理想自我呈现正向影响其心理可得性。表2结果显示，理想自我呈现对

心理可得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16，p <0.01），故H1成立。假设2提出心理

可得性中介理想自我呈现与工作投入的关系。表2结果显示，心理可得性对工作投入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31，p<0.01），且蒙特卡罗模拟结果显示，间接效应值显

著（β=0.119，95%CI=[0.077，0.170]不包含0），故H2成立。随后，对上司虚拟反

馈的调节作用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H3）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上司虚拟反馈与理

想自我呈现的交互项显著（β=0.126，95%CI=[0 .066，0.209]不包含0），表明调节

效应存在。进一步，检验上司虚拟反馈对心理可得性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结果如表

2，从中可以看到，在上司高虚拟反馈下的间接效应（estimate=0.106，p<0.001）比

低虚拟反馈的情况下（estimate=0.007，ns）更高，故H3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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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果分析与理论贡献

首先，本文提出一个由“虚”到“实”的转换机制。本文将虚拟空间中自我呈现

这一组织传播行为延展到个体现实的工作领域，揭示了虚拟自我呈现通过增强心理可

得性对工作投入的促进作用，并为挖掘员工在数字媒介环境下的表达机制提供了与以

往不同的视角。同时，本文也间接证明社会替代补偿与自我同一性两个串联的心理机

制是解释虚实转换的理论基础，这表明，获得认可根植于人性的需求，网络空间提供

了一个替代的展示自己贡献和成就的机会，以及与现实世界联系的舞台，这些都有助

于提高个体的心理可得性，从而增加工作投入，实现自我验证。

其 次 ， 本 文 揭 示 心 理 可 得 性 是 由 “ 虚 ” 到 “ 实 ” 的 转 换 桥 梁 。 组 织 成 员 在 现 实

职场中缺失的认可或存在感，可以借助网络空间来宣示自我价值，进而在自我同一性

的作用下增加持续维护理想自我形象的动力，促进工作投入。这一结论也与理想自我

呈现中组织传播特性一致。除拓展社会联系外，它还具有社交趣味性，满足人们对接

纳、归属感和志同道合的渴望（Sledgianowski & Kulviwat，2009）。这些都会给组

织成员带来积极情感，增进心理可得性。

最后，本文揭示了上司虚拟反馈是加强由虚到实的重要情境因素。本文发现在社

交媒体虚拟空间中也存在这一现象：当理想自我呈现获得了领导的点赞、评论时，员

工倾向于认为自己的能力及成就被上司看见和认可，从而提升完成角色任务必备的生

理、认知和情感资源的心理可得性，进一步促进工作投入。其一，这支持了Montani 

e t  a l .（2017）的观点：社交媒体的积极反馈是网络背景下的一种非货币激励策略。

其二，这一结论也与神经管理学的研究成果一致：朋友圈发布者神经系统的反应会因

“赞”的多少而不同，“赞”越多，被试者的大脑活动越活跃，完成角色任务的心理

可得性也就越强（于君剑和赵立军，2020）。其三，这进一步表明理想自我呈现具有

拟社会互动特性——形同“燃料”助推剂，线上虚拟空间的“认可”同样能够让员工

感受到上司对其工作的期待，引导员工朝着设定的理想自我靠拢，从而实现将理想的

自我呈现这种组织传播形式转化为实际的工作投入（李静爽，2020）。

（二）管理启示

Oldenburg（1989）呼吁社会切勿忽视家庭、工作以外的“第三空间”的影响。

今天数字空间极大地拓展了第三空间的范围和影响力，数字虚拟空间已经从简单的信

息分享转变为一种社会连接，本文蕴含的管理启示在于：管理者切不可漠视年轻一代

对数字空间的需求，需要在认知上实现“该不该使用”到“如何有效发挥价值”的转

变，把社交媒体引导到一个积极的方向上去，无疑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管理蕴意（高静

美和梁桐菲，2020）。

首先，启发管理者全面看待职场“人设”塑造现象，鼓励管理者在数字空间与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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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进行积极的社会互动。理想自我呈现这种组织传播形式固然存在人性中固有的自我

欣赏因素，但可能更多地源于个体与现实世界沟通的扭曲（Kozlova，2014；孟飞和

彭昱剑，2021）——正因为在现实职场中无法获得足够的认可，转而诉诸虚拟空间，

让他人可以经由“人设”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和赏识，从而为自己提供一个更好的发

展空间（高唯唯和沈蕾，2020）。

其 次 ， 在 优 化 数 字 媒 介 在 组 织 环 境 下 的 信 息 传 播 机 制 的 同 时 ， 不 要 忽 视 对 员 工

“第三空间”的领导作用。不可否认，职场中不乏“人生如戏，全靠演技”的演技派

员工，但本文从另一视角揭示上司虚拟积极反馈在推动理想自我呈现这一组织传播行

为转化为工作投入方面确实有意义。故而，领导者应积极促成以社交媒体为沟通媒介

下的上下级良性互动，利用社交媒体进行策略性地回应与提供工作支持，并着力提升

对员工在线行为的反馈能力。

最后，数字媒体理想自我呈现这一组织传播行为能够有效改变自我心理状态，给

自己正向暗示和鼓励，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模式让人们对“人设”产生了一定的

依赖。员工们应当牢记《人民日报》上的一句话：“在你的圈子里，无论你的形象多

么的美好，都只是一个空洞的标记。”过度满足上司的期待而掩饰真实的自我，会压

制天性，让角色混乱，带来消极后果（马君和闫嘉妮，2020）。在塑造和维系理想自

我呈现的过程中，员工应避免“人设”障眼法，回归现实，使之成为拓宽圈子和建立

联系的“办公用品”而非孤芳自赏的虚拟盛宴。

（三）局限与展望

第一，由于社交媒体理论尚处在起步阶段，有关变量的测量主要是结合微信朋友

圈的场景和中国社会背景进行的合理化改编，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时，本文主

要选择了高科技企业，样本存在代表性困境的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尽可能保持

样本企业的多样性，最大程度上降低样本的代表性困境。

第二，本文虽然挖掘了理想自我呈现这一组织传播行为的正面价值，但不可否认

这种“人设”的存在不是完全正面的。正如印象管理的负面作用一般，当员工关注他

人如何感知和判断时（不论他人是否真的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会干扰他们的心理可

得性程度；同时，当个体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自己是舞台上的演员，被观众和评论家

包围，他们会关注外部线索而不是内部线索（Goffman，1959），专注于管理印象而

不是工作本身（Kahn，1990）。因而，正视理想自我呈现这一组织传播行为的正面

价值不代表对其负面影响视而不见。本文在探讨正面价值之余，未能研究正面价值与

负面价值的界限，也未给予管理者合理的积极反馈使用指南，帮助管理者适当地把握

职场“人设”的度。因此，后续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检验理想自我呈现的边界条件。

第三，微信朋友圈因其社交软件特性，用户之间的互动交流并非正式和严肃的，

因 而 职 场 人 际 的 网 络 互 动 价 值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会 被 减 弱 ， 领 导 者 的 积 极 反 馈 频 率 也 不

得不随着员工的心理阙值的提高而增加，久而久之会形成不良的“人设漩涡”。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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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积极反馈使员工轻易从较低的代价和丰厚利益的人设中得到了精神和物质的奖

励，进而容易产生一定的“人设上瘾”。另外，滤镜去除后员工线上线下形象不一致

导 致 所 谓 的 “ 人 设 崩 塌 ” ， 使 得 个 体 劳 神 费 力 地 去 精 心 维 护 ， 这 些 都 需 要 在 后 续 研

究 中 进 一 步 探 索 其 消 极 后 果 和 发 生 机 理 ， 以 便 更 好 地 揭 示 由 “ 虚 ” 到 “ 实 ” 的 积 极

价值。

第四，本文引入社会替代性补偿理论作为理论推演的基础，在调研期间运用响应

面分析验证它是一个可行的理论基础，后续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探讨理想自我呈现这一

组织传播行为的心理动机，为深度挖掘其后果提供一个完整的框架。

第五，本文虽论证了理想自我呈现对工作投入的影响，但工作投入也可能对理想

自我呈现产生影响，二者的因果关系是本文的一个局限，具体而言，本文旨在探讨理

想自我呈现是如何转虚为实形成工作投入，因此只论证了理想自我呈现对工作投入的

影响，但没有论证工作投入对理想自我呈现的影响，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讨论工作投入

如何影响理想自我呈现。另外，由于本文研究方法方面的局限性，可能无法关注到所

有遗漏变量，这可能使理想自我呈现和工作投入之间关系无法全面把握，未来研究可

进一步完善这些问题，以更进一步揭示理想自我呈现与工作投入二者之间的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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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Ideal Self-presentation in Digital Media on 
Work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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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digital media, the new generation of employees is no longer reliant 
on traditional social channels, leading to changes in social interaction methods. Employees use these means 
to expand their professional image and continuously optimize their work resources. However, this practice of 
“persona” creation in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is fraught with controversy. Uncovering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behind such persona shaping, and subsequently transforming ideal self-presentations in digital 
media into real work engagement, has signifi cant research valu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WeChat platform, 
exploring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from virtual to reality for workplace personas through a sequential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based on compensatory substitution and self-identity, employing 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deal self-presentation positively impacts psychological 
availability; ideal self-presentation infl uences work engagement through psychological availability, with virtual 
feedback moderat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availability. This study aims to remind managers of 
the importance of leadership within the digital space, leveraging social media for work response and support. 
Managers should also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recognize the potential excess in employees’ persona creation to 
avoid un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employees’ personas.
Keywords:  ideal self; feedback for virtual; digital media; psychological availability; work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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